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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停漕与近代天津的交通转型

罗衍军,徐关涛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252059)

摘 要:运河停漕后,虽然运河水运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优势,仍然是天津重要的交

通方式。随着铁路运输的快速发展,运河水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在1909年“改造活桥”案中,国家

最终决定放弃改造活桥,这实际上是国家支持铁路发展政策的一种体现。铁路运输与运河水运的关系变得

复杂而微妙,二者相互影响。整体而言,运河水运呈现一种缓慢的衰落。天津近代交通转型的历程,正是在

区域商业发展、交通网络、国家战略诸因素交织作用下所演奏的“变动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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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早在元朝时,天津就已经成为漕粮转运的枢纽。明永乐年间,政府又在天津设卫筑城。明初重修大运

河后,天津更是成为漕粮进京的咽喉,无论实行漕粮河运还是海运,漕船都须经天津转运到北京。受运河

的影响,天津在明清两朝发展迅速,其政治、经济地位变得愈益重要。

光绪二十七年 (1901),清政府采纳奕劻、李鸿章的建议,宣布停漕改折,运河漕运逐渐被废弃,运河

水利由各省分别筹办。① 自19世纪初开始,由于战乱频仍、河道淤塞、河务腐败、黄河改道等多方面原因,

运河漕运即已开始衰落。运河停漕后,清政府对运河事务的重视大不如前。衰落最为明显的是山东北段运

河,即会通河张秋至临清段,停漕后很快便无法通航,山东北段运河沿线的城镇也随之衰落,最明显的如

德州、临清、聊城、张秋等。与山东北段运河的情况不同,天津在运河停漕后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势头

良好,有调查认为20世纪初天津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北京。② 从1860年到1901年,随着天津开埠与运

河停漕,铁路等新兴交通方式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壮大,天津走上了现代化的交通转型之路。在此过程

中,铁路运输与运河水运之间存在着十分微妙的关系,“人们想象中的铁路一通、水运立衰的状况并未出

现,铁路与水运的共同协调发展,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③。因此,既然没有出现铁路一通、水运立衰的

状况,那么就有必要探求运河停漕后天津的铁路运输与运河水运是如何“共处”的,运河逐渐衰落与铁路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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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兴盛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这种交通转型对天津区域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
学界关于近代天津的铁路运输与内河航运等问题已有不少研究,将近代 (特别是停漕后)天津的发展

与运河相关联的研究则有待加强。本文拟以运河停漕为切入点,着重探讨近代运河的兴衰变迁与天津交通

转型的关系,尝试厘清这种交通转型对天津区域社会变迁的影响,阐释近代天津交通转型成功的缘由。

一、九河津要:停漕后的天津运河状况

(一)停漕之初的争论

运河停漕后,清廷内部对其存废问题仍存争议,许多官员主张漕运虽停但不能荒废河道,认为运河还

肩负着除漕运外的诸多重要使命。
光绪二十七年 (1901),河道总督锡良奏称:“运河为南北关键,漕运虽停,河道仍不可废。必须逐岁认

真挑修,务使河水宽深,堤堰巩固,方能商贾获流通之益,农田无漫溢之虞。”①同年,张人骏奏称:“若因漕

粮改折,弃而不治,则气脉不通,商民交病,江北徐、海、淮、扬等处,必致泛滥为灾。”②光绪三十二年

(1906),杨士骧上奏称:“江河商货,藉以流通,两岸民田,资其灌溉。北运河一段,实全河之枢纽,亦即漕

运之命脉。”③他主张应趁运河淤积还不算严重,尽快会同相关官员进行修治。
除此之外,一些“局外人”也十分关注停漕后运河的水运情况。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提出:“让

大运河完全废弃,使之归于无用,应该说是失之草率的。从旅行调查所见之实际情况来看,有小火轮,有

民船,运河沿岸有像样的河港,其水利之盛,令我们惊异。除了临清、张秋之间不通之外,大运河的水运现

在还是有相当引人注目的价值。”④

虽然有这样一些主张保持运河畅通的声音,尽管上谕认为应将运河维持下去⑤,但由于国家财政困难、
内忧外患等方面的原因,大运河整体上仍难逃衰落的命运。停漕后大运河的水运荒废严重,⑥荒废最严重

的河段是山东北段运河,天津运河的情况则相对较好。
(二)南北运河概况及水运的优势

流经天津段的运河主要为北运河和南运河,此外还有自成系统的蓟运河水系以及潮白新河、独流减

河、马厂减河等人工减河。广义而言,凡是在黄河以北、滦河流域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海河流域。⑦ 天

津主要的通航河流即为海河,南北运河也同属海河流域,海河流域还包括子牙河、大清河以及永定河等。⑧

天津地区的水系复杂,河网稠密,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天津西北一带号称五河汇海之区,历经前人经

营,为北方水利第一重要区域”⑨。
北运河,又称白河或潞河,源头在河北张家口市,经密云、通州入天津。“天津府北运河,自顺天府武

清县入界,南流经治北,注海河。海河即直沽,在治城外,其上曰三会河口,俗曰三岔口,总汇北运、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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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子牙、南运五河,曲折东南流,合西出各引河即靳官屯引河,自大沽口入于海。”①南运河,又称卫河

或御河,源头在河南卫辉市,由山东、河北入天津。“其源为漳卫二水,俱出山西,此河南通江浙,贯长江

之尾闾,北达天津,输百货于旧都,实交通之枢纽也。”②清承明旧制,东南漕粮经运河运往北京。河运经过

山东,须经南运河北上,达于天津。漕船到达天津后,再经北运河北上到达通州。此外,海运漕粮到天津,

拔船也要经北运河运往通州。③

南、北运河为海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河的影响至为深远,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对海河与南、

北运河的关系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海河受南北两运河水,达之大沽口,直隶大尾闾也。海门高仰,出水不

快,又有拦江沙横亘其前,此殆五大河总病根也。南北两运,西受浑、清、滹河,东经三岔口汇入海河,若

左右两膀胱也。两河皆南北运道所经,冬苦其弱,夏苦其强,最难调剂,此又南北运总病根也。”④

运河停漕后,天津的运河水运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天津为水陆码头,舟车辐辏。但以地为九河下

梢,入海总汇。航运较之陆运,尤为重要”⑤。20世纪初,虽然关内铁路和关外铁路通车,但水运依然盛

行,天津贸易的大多数,都依靠水运进行集散。⑥ 1907年,天津商会在给水利局的禀文中提到,商货流通

中河运占大多数,如果河运消涸,商业必受重创。⑦ 1909年,天津商会在给直隶总督的禀文中亦提到:“自
庚子之后,市面萧索。非复旧时之盛。所幸者河路流通,客商运货,资斧尚轻。商民生计,借以挹注。”⑧足

见当时水运之盛。

运河停漕后,以海河为中心的上游4条河流成了天津港内河货运的主要航道。其中,南运河自天津至

临清478公里的航段,可通行50-100吨的木帆船。临清以上340公里与卫河相接直通河南道口;北运河自

天津至通州150公里航段,丰水期可通行25-35吨木帆船。⑨ 20世纪初期,尽管铁路运输发展迅速,水运

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南北运河上的货运量仍相当可观。天津内河水运凭借着辐射范围广、运费低、运量

大、船只多、转运灵活等优点,依然占据交通运输的重要地位,“1905年从内地至天津的民船货运量共达

1255658吨,从天津而返回内地的运输量1260474吨,显而易见,民船进出天津的船只数与货运量几乎相

近,说明往来船只都是载物而行,很少出现空载而返的现象,这更好地沟通天津与腹地的商品交流”􀃊􀁉􀁒。在

铁路修通后,“河川贸易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其势力,就在于它的运费低廉以及在河川沿岸有许多著名的城

市及生产地区”􀃊􀁉􀁓。运河水运的运费较低,而“惟铁路运费昂贵,商民殊多不便”􀃊􀁉􀁔。据1927年《益世报》报
道,京奉铁路往年自胥各庄芦台等站至天津之货物运输本来极为繁盛,但因胥各庄及芦台间有运河直达天

津,与京奉铁路彼此处竞争地位。铁路运费日渐高涨,所以在未结冰时,两地及天津间往来运货的船只络

绎不绝。􀃊􀁉􀁕 这些河川沿岸的市镇要想将当地的土特产品运输出去进行贸易,最方便快捷的运输方式仍是运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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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天津同内地贸易的比例 (输出入合计)

目次 1905年 1906年

铁路 43.8 48.2

御河 19.5 15.3

西河① 20.0 19.2

北河 3.8 4.1

海河 1.5 1.6

东河 6.4 4.4

陆路 5.0 7.2

  (资料来源: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

(内部发行),1986,第283页)

南北运河直接流经的市镇大多数情况下仍会选择运河水运,而远离运河、靠近铁路的市镇则大多选择

铁路运输,仍有些铁路沿线的市镇依靠运河进行运输。临清是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地方最大的棉花集散

地,汇集到临清的棉花约三分之二销往天津,三分之一销往济南。销往天津的全部通过水道,销往济南的

则通过陆运。② 1911年,直隶劝业道孙多森为生员刘恩培禀述蓟运河流域宜速设小轮公司一事的照会中提

到:“芦台虽傍铁路,而与迤北镇交易,亦仍恃河路。是畿东贸易之便,莫蓟运河若也。”③就连靠近铁路的

芦台镇也需要依靠运河进行贸易,可见此时铁路尚未完全取代运河。
(三)运河水运的问题

在20世纪初运河水运虽仍较为繁盛,但毕竟国家此时对运河的维护和疏浚已不如以往重视,出现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南运河仍然是天津内河航路中通航里程最长的河道,从直隶地区往返山东、河南,最主

要的航道就是南运河。从长芦辖地到河南,运盐船也需要走南运河。④ “在上海、天津之间的海上交通开始

以后,南运河的交通受到大的打击,因而对河底的疏浚放任不管,从直隶省及山东省边境的临清州以南,

任何船只也不能通航。临清的上游因黄河汇合的一带例年无水,即使在雨水非常多的年景,河水也不超过

一尺。”⑤北运河的航运也受到了铁路运输的冲击,自从京奉铁路建成后,因北运河水浅且流速慢,多采用

效率更高的铁路运输。“因为水流,航道经常变动,即便是非常熟悉的领航员,也一点都不能大意。因为是

搁浅,难以后退,而且由于下面是淤泥,最终使其无法动弹。由于河道狭窄,在河里掉头也非常麻烦。”⑥北

运河虽然流域较大,但河底不深。在京津铁路开通前仍是天津通往北京的唯一通路,货运较为繁盛,但在

京津铁路开通以后,通过北运河的运输几乎停止,其在贸易上的价值几乎丧失殆尽。由于通州以上不能航

行,北运河只能供作沿岸城镇的需要。由北运河运来的主要产品有药材、杏仁等。⑦

南、北运河水量季节性变化大,河道经常淤塞,需要进行挑修。民国《天津志略》记载,南运河“河道失

修,节节淤塞,航行浙江,无论矣;即有河北境内亦仅伏秋汛期,舟可通一时也”⑧。天津商会在给民政长

的禀文中称:“近年来每逢春令,雨水稀少,河水消涸,行船时形不便。犹幸为时不久,即能遄行。现在南

运河淤浅异常,中泓水深不过二尺,实为向来所未有,一切货船粮船均不能到埠。”⑨1909年10月,北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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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西一带村庄,频遭水患,民不聊生。庞家嘴等十九村村正副请求尽快疏通北运河河道,以避免天津、武

城两县水患。① 运河一旦失修,或因洪灾淤塞,自然就难以通航,对水运影响至巨。

除了经常淤塞之外,由于冬季严寒,南北运河的河水相对较浅,流速与其他河流相比较为缓慢,所以

运河在冬季结冰快,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运输。“内河航运,冬季全部停顿,海轮亦多停泊秦皇岛

港,繁忙的天津港口这时才呈现短期的宁静。”②“御河发源于南方,由于河水温暖,所以通航期间最长。结

冰期中,用冰橇进行冰上客货的运输,其数量却极少。天津同内地之间的河流贸易,在结冰前的二个月及

解冰后的二个月期间,是最为繁忙的时期。夏季,在雨季 (七月)到来之前,由于河水缺乏,非常缓慢。贸

易额,在结冰前二个月及解冰后二个月内,各占四成;其他时期约占二成。”③1910年冬,庆昌源等一批商

号在上河御河一带购买棉花油粮杂货等货物,装载船只运到天津出售。因天气严寒,船只被冻于临清、武

城、郑家口等处,河内所冻货船不下数百只。这批货物本应在来年春天开河时再运到天津销售,但因天津

市面物资、银钱紧缺,故请求借拨运货火车,由津浦铁路局将沿河所冻各货,起运到天津,销售周转,维持

商务。④ 1923年2月26日,天气较上年冬天更加寒冷,运河结冰。冰融化后,又因天气严寒,二次冻结。⑤

1925年2月23日,北河因天气寒冷复冻。又经21、22日连夜大风,北河金刚桥以上,二次封河。所结之

冰与1924年冬天相同。⑥ 当每年冬季运河结冰时,铁路运输的优势即得以凸显,即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小,

较为安全稳妥。

运河停漕后,其传统漕运功能丧失,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南北运河沿岸的一些居民开始利用

运河从事一些渔业或农业活动,影响水运的畅通。对此,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1913年6
月,南运河淤浅异常,经天津商会调查,为唐官屯上游提闸放水浇灌稻田所致。直隶总督冯国璋对此事进

行批示,他提出营田用水每年不过一二十天,而运河淤浅事关数省,应当仔细合议,再行规定。⑦ 1925年,

运河工程处督办查到运河沿岸有渔民蓄养渔种,在河内建筑渔圈,影响了运河水流的畅通,养鱼形成的草

圈泥长久地散置河中,逐渐变成泥质,导致河身越来越高,对于河水的流通十分不利,要求沿河各县,禁止

此类行为,以防后患。⑧ 同年,直隶河务局局长陈昌泽发现常有人掘取津埠各河下游淤土,如果不严令禁

止,会对堤岸造成破坏,直隶河务局令相关部门查照办理。⑨ 1927年10月,南运河水位连日下降,导致沧

县、静海等地来往天津的船户行驶困难,经查得知是因河底淤泥太多及唐官屯的水闸无人负责,导致水源

不畅。􀃊􀁉􀁒

综上所述,虽然运河水运依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伴随着运河停漕,南、北运河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

利用运河进行运输时不得不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同时,现代铁路、水运、港口三位一体,逐步压缩

畜力、人力运输的空间,是导致传统内河水运日益衰落的主因。这种趋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贯穿了整个

20世纪前半叶。􀃊􀁉􀁓 新兴交通方式给运河水运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冲击,同时还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

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天津及其腹地内河水运业以市场供需为调节机制,运输的商品种类更加丰

富,价格趋于合理,运输形式呈现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天津内河水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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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河至海:天津交通的现代转型

(一)铁路运输的发展及其优势

天津的内地运输业,在铁路修通之前,多依靠河流和车马。1895年关内外铁路的一部分,即津榆铁路

修建,不久关内外铁路全线通车。京汉铁路及京张铁路的一部分也相继修通。到20世纪初期,天津的主

要铁路有关内外铁路、京汉铁路、西陵铁路、京张铁路等。① 从前依靠河流、车马运输者,为了安全和迅

速,尽管运费差别较大,也转为依靠铁路,“河流运输只不过是在近距离或部分地区之间进行”②。津浦铁

路在1912年建成,它与大运河几乎平行北上,可以直接运输南方的货物。以往集中于江苏镇江、通过大运

河北运的湖南、湖北、四川的物产,基本上由这条铁道运输,这进一步削弱了运河的作用。③

对天津运河水运影响较大的同样为津浦铁路。在津浦铁路通过德州之后,它作为沿线的主要车站,地

位日益重要。天津、德州两地之间,铁路、水运在运送货物方面几乎势均力敌,将水运完全取代,尚非铁路

一时所能企及。在德州、天津间,曾开行过小火轮,想借此大力展开与铁路的竞争,但只开行了两三次,就

出现种种故障,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大运河的水路不适于轮船航行所致。但这对铁路还是产生

了间接影响。④

安全与便捷是运输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方面铁路运输要比运河水运做得更好一些。南

宫县万通镖局的武生李永昌在给天津商会的禀文中提出:“现在火车四通八达,若舍此仍由河陆而行,虽有

镖丁护送,终属冒险,且于国家敷设车政亦无提倡之意。兹职商拟在德州设立分局运送商家银洋,幸津浦

铁路告成,与其运送于荒村僻野,不如装车来往裨益良多。”⑤1906年,直东豫四十家粮商上书称,运河上

的河巡恣意寻殴,遣兵拦船,责打船上掌伙,影响十分恶劣。运河本就河水干涸,淤塞异常,航行已经十分

不易,为保证民食供应,免得妨碍商务,请求巡警局查明核办。⑥ 铁路运输类似的问题就要少得多,相对运

河水运更加规范,安全容易得到保障。此外,自京汉铁路开通以来,以前经卫河及御河至天津进而搭载轮

船向华南地区装出的药材、皮革等高贵货物,由于这两条河流需要繁杂的倒载、高昂的搬运费以及沿岸各

地的税关、厘金局等的复杂的手续,所以主要改由依靠京汉铁路向汉口装出。⑦ 疏浚河道的经费常常通过

在沿途设站来收取,这又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距离天津总督衙门一日里 (等于3.924公里)多的陈家

沟,有水闸,只在满潮及河水泛滥之时才开放。通常为了保持白河及海河河水的均衡,进行河底的疏浚等

等,属于海河工程局管理。该工程局向通过水闸的民船征收如下的通过费:装载货物的大船:一元;空载的

大船:五十分;装载货物的小船:五十分;空载的小船:二十五分。上述通过费,充做疏浚等等的费用。”⑧

1925年,直鲁豫三省船户称船捐课税等使其欲死不得,逃生无路,只得“延颈长鸣”,他们在上呈省公署的

文书中称:“试思今日之船户,其层层负担之税,有常关所课之税,有海关所课之税,有各租界所课之税,近

又新添者又有直隶河务之船捐,种种名目,每年每户捐款不下百数十元。嗟我小民,终年逐波,收入几何?

而负担之重至于此极。倘仍增加不已,是不啻以膏血吸尽为未足,而又欲敲剥骨髓以为快也。”⑨可见当时

课税之重,船户已难以承受。
(二)“请造活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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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运河商运,1909年,天津商会向直隶总督上书,请求所有津浦铁路于南运各河修筑铁桥改活

桥,以便商船通行。其说明如下:
“兹蒙津浦铁路总局测量路线,由西北两营门外,循行直达河北,于南运并上下西河,分筑铁桥三道,

作为车行之路。伏查津埠各河,接通直、东、豫三省,百货流通,是为要路。尤以盐粮为转运大宗,津郡商

民命脉,相与维系,若于河路中间建筑死桥,船路断绝,桥有高低之分。南运河尤非上下西河可比,装运盐

粮船只,桅高船笨,加以满载,有不能免桅之势。虽火车亦能运货,则不通之处,须恃河路为转运。现在津

埠捐税加重,铁路四通八达,商业已成弩末。只有河路尚可通运,勉力支持。设再堵绝水道,天津码头不

难立至荒凉,且值国家振兴商务,抚恤民坚。凡有不便于商有害于民者,皆蒙列宪设法维持达其目的。当

此固有之河源,天然之利便,反使闭塞不通,将来客商视为畏途,绕越别口交易,不特商业受害,即税课恐

亦受此影响。税命两悬,将何了局? 商等非不知铁路为国家富强基础,何敢妄行阻止。必须筹画两全善

策,维持大局。”①

天津商会随后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查火车行止,原有一定时刻,铁桥开闭,亦有成

规可循。拟请仿照已设铁桥办法,修筑活桥。在火车未到以先,如有货船抵桥,令其停候。火车行过,再

开桥放船。于车政毫无阻碍,即河路亦免废弛。如此两得其宜,则津埠之商民获福非浅矣。”②

直隶总督杨士骧回应,铁路桥梁负载力过大,与平常桥梁不同,且中国历年所造铁路还没有建造活桥

的先例。如果建造活桥,时间一长必定不稳固,容易发生意外,十分危险。他认为让各帆船改造活桅更为

合适,可以方便随时眠起。③

天津县经过调查传谕得知,运河御河子牙三河盐粮各船共有一万多只,大小不等,船身高下也要七八

尺不等,水浅时河面至河岸相距七八尺,船与岸平行,如果遇到涨水则还要高出堤岸数尺,铁路局建平桥

仍然会有阻碍。且三河船户联合禀告称,北运、子牙两河来往盐船及南运河由河南、山东装运杂货等船只,

多高约一丈二三尺,最低也要八尺,因此仍然请求建造活桥。④ 天津商会经核议后认为,修建死桥确实会

将河路隔绝,运船不通,来往运货困难,对天津的商业民生影响太大,就是改造活桅,也不是万全之策。每

年伏秋雨汛,河水涨发。以现行的河路,行驶尚且不易,如果船身高大,满载货物,让其免桅穿桥,很容易

发生危险。随后又提出汉沽为京榆铁路要道,曾经建筑过活桥,且桥梁桥身极为坚固,后被英人占据、焚

烧,后又改建死桥,船不到埠,芦台镇一带商业立变荒凉。因此建议仿造修筑活桥,以便利交通,保全商业

民生。⑤

督办铁路大臣徐世昌等认为,津浦路北运河桥仍以修呆桥为宜。新开河与京奉接轨,有两处渡河点,

一处从堤头渡过北河,一处从杨柳青上游当城村渡过运河。第一处为西河北河汇流之处,西河杨村一桥也

是呆桥,所以在北河建呆桥应当没有问题。运河的情形与淮河相似,淮河南段路线由蚌埠渡淮,其总工程

司禀称:活桥开机一定要在河中央积水最深之处,以便水退船只亦可畅行,而当水涨流急时,船只过此狭窄

之桥门,最易与桥墩冲撞。而且将来轨道四通,车流量加大后,每天只能开一两次,每次不超过三十分钟。

如果遇到逆风等恶劣天气,来往船只还不能全部过桥,且活桥重达千斤,启闭之间极易发生危险。

因此,徐世昌等人提出,火车载货的问题关系重大,应当审定利害,远虑深谋。运河桥梁与蚌埠之桥

梁并无不同,活桥之危险与淮河南段所议论者也相似,所以仍应仿造建筑呆桥,以免除后患。至于津商会

所说载重之船眠桅不易的情况,淮河运盐之船及艋子船两千多艘,常年在淮河内,这些船的载重普遍大于

运河船只。如今南段建筑呆桥,尚且需要拨桅而过,何况运河本身就比淮河水要浅,大船来往本就难以满

载,所以拨桅渡桥较淮河之船应当更为容易。至于所说汉沽活桥,本就危险,庚子之变后收复了这座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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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等详细查复,认为活桥过于危险,最终才改建铁制呆桥。另外,汉沽活桥建造时耗

费巨大,综合种种原因,北运河应当一并建筑呆桥。①

“请造活桥”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徐世昌等针对天津商会的意见和建议———做了回应,但最终仍未能

解决运河上的船只眠桅穿桥会发生危险等问题,同时回避了改建死桥会导致船不到埠,可能造成芦台镇一

带衰落的问题。究其原因,推行铁路为当时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在铁路与水运发生冲突时,首先要保

证铁路运输的安全与便捷,归根结底这也是运河衰落的一种表现。修建死桥后,不难想象民船在此段运河

上的航行情况,芦台镇的衰落恐怕也会在沿岸的其他城镇再度上演。
铁路运输逐渐取代运河水运,首先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罗荣渠指出:“从历史的角

度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

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狭

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 (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

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

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②张信认为,现代变化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同时传统又能在现代化中

重获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演变的过程绝非一个像现代化理论家所认为的以现代因素替代传统因素

的过程,而是一个现代与传统联姻的过程。③ 运河水运和铁路运输的角逐,即运河停漕后天津的交通转型,

最终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冲突与交融,是现代化发展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演变的真实过程。铁路运

输作为高效率的运输方式,随着文明的普及,其优势越发显现出来,对传统运河水运造成了冲击。同时。

运河水运亦蕴含自身特点,具有运费低廉等优点,在运送一些大宗货物方面有优势。
(三)铁路运输与海运

清初,朝廷实行海禁政策,大量的南粮北调仍依赖大运河运输。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开海禁后,重

新开辟了北至牛庄 (营口),东至烟台,南至上海的沿海航线。④ 许檀认为,天津“作为海港城市的基础实际

上是在清代前期奠定的”⑤。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天津港进出口的货物

需要进行便捷、快速的运输,此时传统的内河航运并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因此不断推动着海运与铁路

运输的发展。伴随运河水运的衰落,近代以来的海运与内河航运、铁路运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20世纪以来,海运与铁路运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铁路逐渐成为服务于海洋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正如罗

澍伟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以后,远洋运输和华北铁路网的兴建,标志着天津与世界各国和华北腹地之间

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变革,它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多方位的联系,为天津成为华北经济中心

创造了优越的客观条件。”⑥

20世纪初,天津主要作为转口贸易的港口,货物进入腹地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内河航运从租界运至

天津老城东北的三岔河口;二是通过万国桥到达对岸的老龙头火车站,装车外运。相比之下,铁路更为经

济快捷,万国桥由此成了唯一的通道。⑦ 天津港的远洋货运在历史上由于受港口本身条件的限制,兴起较

晚,但发展很快。天津开埠以后,到港船和货运数量逐年增多。到20世纪20年代,天津港远洋货运已经

超过了沿海货运的数量。⑧

铁路运输与海运的结合,意味着天津的交通要道从南北转向了南北与东西兼备。“从20世纪初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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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漕运因大运河运输梗阻,加之海洋贸易的发展,天津港的货物流向由传统的南北运输转向东西、西北和

东北向运输,腹地扩展到华北各省。随着华北内河的延伸及中国铁路的兴起和发展,天津港经济腹地继续

向内陆扩展。”①“天津港铁路集疏运②兴起于清光绪十四年 (1888)的唐津铁路修通后。翌年,经唐津铁路

集港的开平煤炭达5.1万吨,占当年开平矿务局煤炭产量的21%。1904-1914年,随着胶济、北宁、正太、

津浦、平绥铁路的先后修通,经铁路集疏运的货物逐年增多。……20世纪20-30年代,由于铁路增设与联

网,使天津港的内陆腹地不断扩展。这一时期,从天津港进出口的主要货物,运输距离比较远的多采用铁

路运输,比重也由50%增至70%左右。”③

但铁路运输会受到线路和站点的严格限制,如果单单依靠铁路,货物的装卸和运输难以实现无缝对

接,物流网络缺乏普遍性和灵活性。④ 因此,运河水运仍有完善天津交通运输网的价值,可以说铁路运输、

运河水运与海运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铁路的继续延长,把北京和天津两个华北最大的城市

连在一起,并把海河水系、滦河水系和关外的辽河水系连成一体。这条铁路与上述各水系横向相交,正好

弥补了这几条水系互相平行无法相通的缺陷,使华北传统的水路交通通过铁路联成一体,极大地提高了天

津的经济地位。”⑤同时,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也昭示着我们,虽然在这一时期内河水运状况不会有大的变化,

但从根本上说,水运还是会被铁路所取代,通过水道的货物,在不久的将来会被铁路所吸收,水运将只能

保持其作为水运的本来性质、即其固有的能力。⑥

三、交通转型与天津区域社会变迁

(一)停漕前的天津区域社会

运河停漕前,特别是天津开埠以前,运河是影响天津区域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天津最早的聚

落,就是在“旧三汊口”,在今城东北角外的狮子林桥西南面的沿河地区。天津最早的商业区,在沿河一带

的天津北门外、河北大街、估衣街、锅店街、东门外等处,“粮米行栈房多设于海河南运河之侧,大都内河

行船装运货物,卸载囤集必于近河之处,取便利也”⑦。近代以前,“天津聚落的对外经济联系,主要建筑在

内河航运,特别是卫河航运基础之上”⑧。清末的天津已经成为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从天津聚落发展的

规模及其扩展的范围来看,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清代道光年间,在全部约20万人口中,城内居民将近半数,

分布在东北城外狭长沿河地区的亦有8万人以上,至于西门外的居民则很稀少,南门外的居民更为寥寥。

可见距今约100年前,天津聚落的发展基本上仍然只限于旧三汊 (岔)口上下的沿河两岸以及旧城区以

内”⑨。当时的城镇主要分布在河道要冲,如大清河的清苑、安国;子牙河的正定、获鹿、蓉城、无极、深

泽、邢台、邯郸、南宫、冀县;南运河的临城、吴桥、沧州以及滦河附近的武清、宝坻等的县城和重要集镇,

各集镇间的内河运输为主要沟通渠道。􀃊􀁉􀁒

具体而言,有三件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大事影响着天津的发展变迁,即漕运、盐业和商贸。自明代重修

会通河后,漕运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天津是漕运的重要节点,也因此越来越受到明清两朝政府的重视。

康熙十六年 (1677),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移驻天津。此后,天津又成为芦盐转运的中心,盐漕两业的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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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天津商贸的繁荣,天津逐渐由一个漕盐转运中心向商贸城市进行转变,经济地位不断提升。
(二)停漕后的天津区域社会

近代以来,运河对天津的影响日渐下降,特别是停漕后,铁路运输的地位日渐重要,天津地区形成了

初级的铁路交通网,随之而出现的就是更为复杂的商贸网络与工业体系。铁路不仅是一种更先进的交通方

式,更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其对天津的影响不仅在于改变了传统的商路与商业区,也深刻影响着

区域社会的变迁与民众的日常生活。20世纪以来,天津的交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据《天津皇会考》记载:“天津环城皆水也,昔人称为九河尾闾。北拱神京,南控华夏,东连沧海,西望太行。

自通商以来,中外轮舶,咸集于此。近者,电报通乎五洲,铁路连于汉口,诚哉海上之咽喉,畿南之屏障

也。”①

运河衰而铁路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运河与铁路沿线地区的兴衰变迁,前文所述芦台镇的衰落便是一

例,一些位于铁路要冲的城镇因此迅速发展起来。“原以内河航运为基础的旧三汊口地区,逐渐丧失了经

济上的优势地位,相反在紫竹林上下海河两岸以海运为基础的新兴商业地区则日益繁盛,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到解放前夕,大体上未再发生其他变化。”②随着铁路与港口的发展,往昔最繁盛的商业区,已相对地逐

渐退居次要的地位;只不过内河航运并非完全衰落,这一地区仍具有子牙河、南运河等内河航运的便利,

在天津和华北平原各地之间的城乡贸易方面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③

传统的运河水运多为国内的粮食及商品流通,铁路运输的兴起则意味着进出口贸易的繁盛,从这个角

度看,交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变化。铁路将港口与广阔的内陆腹地联系起来,成为对外贸易的

重要推力。由于津浦、京奉等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天津至三北地区腹地实现了进一步延伸,与南方广大地

区的联系更为便捷,大大促进了天津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天津的纺织业所用的棉花也要通过正太铁路运

输。④ 北宁及津浦两铁路使天津可由陆路北经东北、西伯利亚以与欧洲相连;而南可经首都以与亚洲商务

中心之上海相连。平绥、平汉路及正太路大部分运输,都以天津为聚散场所。其贸易区域甚至扩展到蒙

古、新疆及长江腹地。⑤ 据20世纪初期日本在中国的调查显示:天津“最近其输出入总额达到了一亿两左

右,将来蒙古、山西等地的铁路一旦铺设完成,天津向这些地方的贸易扩张当更有可为。”⑥

表二 1908-1910年芝罘、青岛、秦皇岛和天津的总贸易额

年份 天津 青岛 芝罘 秦皇岛

1908年度 82545140两 32080605 43851743 6660238

1909年度 102401605两 40250020 44310824 1063068

1910年度 101523401两 43750411 36328033 2824012

(资料来源:王振良编:《津沽漫记:日本人笔下的天津》,万鲁建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第85页)

“津埠为华北实业出入之咽喉”⑦,被称为九河之尾闾、六路之中心⑧,铁路运输的发展带动了天津各项

产业的兴起,实现了经济职能的转变,使天津从一个商业城市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变,“天津是一个商业都

市,原本不是工业都市。因为外国贸易而繁荣起来,工业不过是附随着贸易而发达的”⑨。天津地处九河下

梢,工业繁盛,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天津工业发展关键期应当在清末民初。工业由手工业蜕变为机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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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由家庭工业转为工厂工业,正自此开始。丹华火柴公司成立于1913年,北洋火柴公司成立于1914年,
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于1915年,恒源纱厂成立于1916年,华新纱厂成立于1920年,永利碱场及宝成、裕大

两纱厂皆成立于1922年,①这些近代工业的产生,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其中的关键,这些工业公司所需的原

料、燃料等,大多都需要依靠铁路进行运输。如1888年天津与唐山之间铁路的通车,使得胥各庄出产的煤

直运天津,既解决了天津口岸长期以来进口煤供应来往天津口岸的中外船只对燃料之需,又避免了过去因

煤料供应不足而有货轮改航他口的现象发生,解决了天津城市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②

(三)变迁的推力及特点

天津铁路运输的发展,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的交通动脉

由南北走向的运河,转为服务于海洋贸易的铁路、海运等交通方式、逐渐贯通东西南北交通网络的一种体

现。海运作为一种新的运输方式,使天津通过海洋连通了世界,铁路则将天津与广阔的内陆腹地连接起

来,推动着天津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转向又存在内外两种推力,内在的推力是国家政策,传统的

运河航路已经不能为封建王朝进行“服务”,而运河的疏浚与治理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与铁路运输相比

成本更高。彭慕兰认为还存在一种“自强的逻辑”,国家将重点放在港口与铁路,也有着保卫主权的考虑。③

外在的推力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要求扩大中外贸易,迫使这种交通动脉由南北转向东西,如此才

能更加快捷高效地进行贸易活动,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两种推力的

影响下,加之天津本就为“襟河枕海”之地,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这两种推力对天津的影响从整

体上说还是较为积极的,但对一些沿运河的城镇却造成了部分消极影响。尽管彭慕兰提出国家在战略意义

较大和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等)扩大了其影响力④,但即使在天津区域之内,发

展也是不均衡的。

四、变动的和弦:天津近代交通转型的历史覃思

窥诸天津近代交通转型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嬗变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天津近代交通转型的成功及其社会变迁的稳定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区域社会所蕴含的内

在特性,即区域发展“外生”与“内生”的有机演化。
考察天津交通演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天津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

于自身经济发展“外生”“内生”的逐步融合。明清时期运河漕运的兴盛,对天津的商业、文化、习俗等方面

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将天津升府,附郭设县,“卫城正式变成地方行政中心,成为

兼具商业和行政中心功能的综合性城市”⑤。天津逐渐成为北方地区仅次于京城的繁华都市,清代的天津

地方志,对其有着形象的描述。“自国朝定鼎以来,海宇永庆升平,居民渐臻繁茂,而远方来贸易者云集其

间,至今称极盛焉。西商辐辏,事剧人稠”⑥;“北拱神京,南控诸夏,东连沧海,西望太行,形胜甲于天下,
盖畿辅一都会哉。其间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止。天庾之挽运,蒸民之懋迁,道取诸

此”⑦。天津经济发展“外生”“内生”兼具的特点,正是近代运河衰落后天津经济仍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缘

由。
其二,天津近代交通转型得以成功的另一重要缘由在于其所拥有的发达水陆交通网络。良好的水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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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不但为天津商业发展“外生”“内生”的融合提供了重要条件,而且成为运河运输衰落时天津仍得以持续发

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至运河运输逐渐衰落的晚清民初时期,天津交通体系仍维系着相当完善的状态。“天
津一隅,东南漕泊鳞集,其下去海不过百里,风帆驰骤。远自闽浙,近自登辽,皆旬日可达,控扼险要,诚

三辅一大形胜地也”①;“在中国,除去上海或许还有广州,没有任何一个口岸像天津这样有着同内地如此

良好的水路交通”②。当运河停漕后,在河网密布、水运发达的天津,海运和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突出,但

无法彻底改变运河水运的地位,二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既冲突又交融的状态。天津的经济

发展布局展现出新型趋向,在沿运村镇发展受阻的同时,天津中心地带则进一步繁荣起来,天津区域中心

与边缘交融并存的特征进一步凸显,“当运河作为重要的交通载体和物流通道时,运河村镇发展气势如虹

……而当运河失去这种载体的光辉后,运河村镇也就与之俱废了……天津周边便捷的交通导致了村民的交

易圈远远大于村镇交易市场,而趋向于城市”③。而在其时交通网络相对单一、内生动力不足的黄运地区的

转型则显然要艰难许多,这些区域的衰落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如至清末民初,京杭运河山东段已大部废

弃,区内运河相当部分梗塞不通,山东运河区域的外地商人大多歇业,本地人谋生也更加艰难。光绪《聊城

县乡土志》载:“[聊城]五十年前,物产丰而人文盛,最为商贾辐辏之区。自漕艘停运,会通河淤垫,不以时

修,稍形凋敝矣。”④据民国《东阿县志》的描述,张秋城南老运河董家庄运河内有旧闸一座,至民国时期已

被淤埋,仅露上顶。东阿境内的大堤涵洞在清末因漕运既废,运河梗塞不通,又因黄河上游民捻决口,大

堤防汛吃紧,涵洞被堵塞,至民国时大多已了无踪迹。⑤

其三,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是影响天津近代交通转型的主导性因素。运河水运的兴盛,乃是服务于维护

皇权政治的稳固、巩固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这一根本目标。运河兴盛虽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从宏观时

空坐标来看,先漕运而忽视民利的策略及对体现更广泛中外交流的海运方式的排斥,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

了中国社会的演进历程,“在名分上仅仅以某一地区利益作为终极目标而进行的诉求,在把维护皇权政治

作为最高原则的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得到最高权力者的认同的”⑥。近代以还,清政府内忧外患日益加剧,

伴随着黄河改道、运河淤塞,国家战略逐步转变,清政府日益将国家事务重心聚焦于稳定内部秩序、应对

外部威胁,但单纯的消极防御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显然难以应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⑦。逐步走向现代化,

成为此时期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河务逐渐游离出国家事务的中心位置,并成为一块‘烫手的山芋’”⑧,

近代天津的交通转型正是发生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当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天津交通转型与其原

有的交通、商业基础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面对同样的时代变局,不同区域变迁轨迹的差异正彰显了国家

发展战略转型所产生效果的复杂性,“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为取得在这些沿海地区所显示的活力付出了

极大的代价。部分代价是国家从其曾经极为重视的地区退了出来,而这些地区此时既不能提供充足的财

富,也没有足够的外国威胁来维系负担沉重的政府的兴趣”⑨。

柯文认为:“冲击———回应模式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 (特别是50年

代和60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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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①他指出,实际上,“冲击———回应”的观点阻碍了人们去真正研究这一时

期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 (或最多只稍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容易使人把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有关联的一些侧

面单纯地解释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实际上它们却部分是 (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主要是)对本土力量

做出的回应。② 就铁路来说,其刚引入中国时的曲折可以看作是“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但其后的发展,

更多的反而是对中国本土力量做出的回应,毕竟不管是铁路还是运河,都是在中国内部的交通方式,对沿

线地区产生着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显然更多来自内部。可见,天津近代交通转型的历程,正是在区

域商业发展、交通网络、国家战略诸因素交织作用下所演奏的“变动和弦”。

SuspensionofGrainTransportationoftheGrandCanalandthe

TransportationTransformationofModernTianjin

LUOYan-jun,XUGuan-tao

(TheGrandCanalResearchInstitute,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59,China)

Abstract:Afterstoppedcollectionthetributegrains,althoughthereweresomenewproblemswithits
watertransportation,theGrandCanalremainedanimportantmodeoftransportationinTianjinduetoits
ownadvantages.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railwaytransportation,Canalwatertransportationhas
beenimpactedtoacertainextent.Inthe1909“RenovationofLiveBridge”case,Theplantorenovatethe
livebridgewasultimatelyabandonedbythegovernment,whichwasactuallyamanifestationofnational
supportforrailwaydevelopmentpolicies.TherelationshipbetweenrailwaytransportationandCanalwater
transportationhasbecomecomplexandsubtle,andthetwointeractwitheachother.Overall,Canal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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